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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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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安全格局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构建及维护不仅有利于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还将提升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的复杂性及学科交叉性，使已有研究涉及内容多样，但缺少相互联系与比较，导致不同区域、不同方法研究条件下存在

多种格局。 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分析与梳理，以便进行综合分析与集成，实施生态安全格局调控管理与决策。 参考国内外生态

安全格局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考虑“格局形成、
演变机制—影响—关键区识别—构建优化—调控管理”的关系基础上，论述了具体的研究内容与相关研究方法。 通过加强生

态安全主要研究内容间相互关系及机理研究，评估与预警方法模型的改进与优化，协调发展的调控技术与保障政策的研发，将
为生态安全格局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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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及利用日

益加剧，导致了资源过度消耗，并引发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沙化

和水土流失加剧、水气土壤污染等。 由此导致的生态危机和灾害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 生态环境问题

的累积一旦超过一定程度，将会危及区域和国家生态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此，生态安全问题日

益受到关注，已成为各国必须共同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生态安全是一个复杂性问题，通过对其内涵已进行广泛探讨的基础上，归纳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理解，分

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生态安全研究的侧重点。 狭义上，即从自然本身出发，指生态系统为维持生物多样性与

发挥生态系统功能所需的自身结构的完整性与健康程度。 广义上，即从人类角度出发，指生态环境条件与生

态系统服务能够有效保障人类的生活和健康不受损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不受阻碍和威胁的复合生态系统

安全状况［１⁃２］，这也是生态安全目前研究的主要方面。 为了从源头上实现生态问题的有效控制及改善，提高

生态保护有效性，维护生态安全，应加强生态系统空间管理，协调生态保护与产业经济发展等相关布局。 因

此，保障生态安全对落地管理的必然需求，使得生态安全格局成为研究重点。 特别是在生态问题具有代表性

的景观及区域尺度上，开展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对于未来国土开发与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十八大”报告中，也
首次将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其中，生态安全格局是三大战略格局目标之一［３］。 然而，
已有研究涉及面多样并缺乏联系，导致不同区域、不同方法下多种格局并存且缺乏统筹集成，难以进行有效的

格局构建与管理，有必要系统地分析与梳理。 本文通过对生态安全格局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合评述，在此基

础上阐述了当前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关研究方法，以此丰富生态安

全研究基础理论，为国家及区域尺度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借鉴。

１　 生态安全格局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１．１　 国外生态安全格局研究

自 １９４１ 年土地健康的概念被提出以来，有关生态系统健康与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就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发

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ＷＥＣＤ）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ＩＩＡＳＡ）正式提出生态安

全问题及监测系统。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指出，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将严重影响人类的生

存环境，对区域和全球的生态安全造成威胁［４］。 依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由中国发起的国际生态安全合作

组织（ＩＥＳＣＯ）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环境署主持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

平台（ＩＰＢＥＳ）正式成立，力求通过科学评估为政策决策服务。 这些均表明国际社会对有关人类福祉的生态系

统服务、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
国际上围绕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主要关注于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并按照保护严格程度，划分为从最为严格

到可持续利用等不同的类型。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全球陆地及内陆水域的保护地覆盖率达到 １５．４％，约为 １９９０
年的两倍［５］。 此外，在区域及全球尺度上也构建了保护优先区域，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在本世纪初

划定了全球 ２００ 个优先保护区域，识别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保护国际（ＣＩ）应对受威胁生境划定

了全球 ３５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ＫＢＡｓ）等。 早期的格局构建主要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但随着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发展，以及有关社会

经济问题对生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６］，生态安全格局研究逐步转向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与社会经济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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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同格局的发展趋势。 主要侧重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所造成的区域性生态问题背景下，进行生态

系统功能及过程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协同关系［７］，生态保护与恢复，自然与社会经济系

统耦合分析［８⁃１０］，以及生态安全的政策研究［１１］。
１．２　 国内生态安全格局研究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国内生态安全研究在跟踪国外研究的过程中，逐渐从早期有关概念的探讨、理论

研究阶段，发展到生态风险、生态系统评价［１２⁃１４］，以及注重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１５⁃１７］。 特别是生态安全格局，
成为生态安全面向应用与管理的研究热点领域。 在宏观尺度上主要指构成景观、区域等尺度上生态系统和土

地利用类型的形状、比例和空间配置［１８］。 其中存在某些关键的由点、线、面的位置关系所构成的潜在格局，对
于维护和控制某些生态过程、保护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２， １５］。 近

年来，结合我国自身特征在国土尺度上陆续开展了生态区划、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区、保护优先区划分等研

究［１９⁃２１］，为生态区的保护发展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２０１２ 年，环保部重大专项“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关

键技术与保护战略研究”，在国土生态安全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研究，力
求从政策及法规层面进行严格管控，加强生态安全的维持［２２］。

国内有关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格局的识别与构建领域，例如基于案例生态评价来划分空间生

态安全等级［２３，２４］，采用空间叠加、目标优化等方法构建生态安全格局［１７，２５］，以及格局的功能、服务评估及相互

关系研究等［２６］。 仍需要加强格局的形成机制、演变规律、影响机理、安全预警及调控的深入研究［２７］。 总体

上，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范畴较宽、类型多样，但机理性研究较为薄弱，以生态学机理为侧

重点的研究往往缺乏宏观层面生态学的考虑，以社会生态角度为侧重点的研究也缺少对生态过程、生态问题

的理解。 同时，众多研究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与准则，且基本停留在理论研究与评价阶段，导致多种格

局并存的现象，不利于实现生态安全格局管理应用，与服务决策的战略需求。 本文评述了生态安全格局研究

的内容、方法、及之间的联系，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综合评估提供借鉴。

图 １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构建思路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内容综述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与完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针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因素，以关键生态

问题为对象，结合不同需求级别下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活动，进行生态安全格局评估，设计和构建综合生态安全

格局及宏观布局方案。 生态安全格局作为一个宏观、抽象的生态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内容多样且具有复杂性。

本文基于文献中已有研究方向进行归纳的同时，提出了

生态安全格局目前所聚焦的主要研究内容，及以“格局

形成、演变机制—影响—关键区识别—构建优化—调控

管理”为主线的各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体包括以

下几方面内容：１）格局的形成、演变及影响机制；２）基

于生态过程的生态安全格局；３）多目标生态安全格局

优化；４）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５）生
态安全的预测、预警与调控管理（图 １）。
２．１　 格局的形成、演变及影响机制

通过对格局形成历史的认识，研究格局形成机制，
判断当前格局问题所在。 分析格局历史演化过程，揭示

潜在脆弱区域。 针对自然与人类活动等因素对生态系

统造成压力的问题，通过多尺度调查及多因素分析，识
别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驱动机制。 以此为基础，构建生

态安全评价技术框架与指标体系，并分析人类活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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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对格局的影响程度，明确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区域。
２．２　 基于生态过程的生态安全格局

生态过程是指生态系统内部以及不同生态系统之间所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和转化过程［２８］。 景

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密切相关并且相互影响，但两者之间是否互为因果，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继而才能探

求其影响程度，如何进行调控。 “源”“汇”理论也认为当生态过程超过了其承载能力，将会打破旧的平衡，形
成新的“源”“汇”格局［２９］。 因此，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不仅需要考虑格局的量化，也应重视生态过程，使研

究结果更具生态学意义。
２．３　 基于多目标的生态安全格局优化

在进行土地利用管理时，人们由于需求偏好，往往只注重看得见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看不见的生态效益，或
者只注重某几种生态服务价值而忽略了其它生态服务。 有关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协同的问题是近年来关注

的热点［３０］。 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价中认为，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建立以生态系统保护为主及多功能景观类型两种发展模式，是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的最佳途径［３１］。 多

目标的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目的是以区域生态背景、国家和区域定位、生态目标、产业发展等为基础，通过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发展等与生态安全格局的相互作用和耦合机制，进行格局综合优化。
２．４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我国已建立了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在内的保护地体系，主要目标是针对物种及其生

境的保护。 近年来，国家在各类保护规划中又明确了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等生态功

能区域。 同时，也开展了生态保护和恢复相关的工程区建设。 但由于管理上缺乏统一规划，空间布局交叉重

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明细的监管机制，以至仍存在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并存，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

的问题［３２］。 为了形成全面系统的保护体系，实现生态保护空间明晰、保护长效和严格管控，学者们提出了要

从理论、方法到监管、调控等进行有机结合的生态保护红线理念［３３］。 ２０１４ 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

保护”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 生态保护红线是科学、系统、管控最为严格的保护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保

护的最底线，以此为基础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是目前为止较为有效的方式。
２．５　 生态安全预测、预警与调控管理

生态安全格局调控的有效实施需要以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技术为基础，提升生态安全的决策和管理支

撑能力。 主要包括了对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的预测，模拟驱动因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针对生态安全进行

预测和预警。 针对不同区域生态系统特征，通过模型和情景分析，开展生态安全水平诊断与预警信号分级技

术与方法研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也是服务于决策以及理论和应用集成的重要工具。

３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方法综述

３．１　 格局的形成及演变分析

３．１．１　 格局形成机制的研究方法

研究中需要结合孢粉数据，建立孢粉时空数据库，在不同尺度上采用孢粉生物群区化、景观重建算法等不

同方法定量重建古植被格局特征及时序变化，揭示生态系统格局的历史变迁。 结合古气候数据重建古气候时

空格局，通过野外调查、遥感数据、文献中的古气候变化指标等，辨识主导环境因子，揭示生态格局形成的环境

学机制。 利用孢粉、古植物化石、建群种的起源、演化等相关资料，通过植被群落调查、地统计分析等方法，揭
示生态格局形成的生物学机制。 格局的形成机制将对于生态安全格局关键区域辨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２７］。
但是，当前在大尺度及长时间序列上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
３．１．２　 格局演变、驱动力及评价体系

通过变化检测分析格局演变，揭示变化剧烈的区域，即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 利用遥感监测，建立生态格

局演变的定量分析方法，并形成独立地面验证体系，分析生态系统的空间变异。 在具体应用中，应根据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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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对象选择不同的检测方法。 随着数据源的丰富，变化检测已从利用单一数据源，发展为多源遥感数据及

ＧＩＳ 等辅助数据的融合［３４，３５］。 未来还将向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变化检测方向发展。 同时，大量景观格局指数也

可在不同的时段及区域定量描述景观空间结构和异质性。
驱动力主要可以分为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五种类型。 这些因子通过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在

时空尺度上发挥作用［２８］。 驱动力因素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例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往

往是基于驱动力、行为者、土地利用变化这 ３ 个重要组分的研究框架，在具体情况下的配置关系。 Ｈｅｒｓｐｅｒｇｅｒ
等［３６］提出了 ４ 个基本概念模型来反映行为者的直接作用、潜在驱动力、及与驱动力的交互作用关系等来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 Ｇａｏ 等［３７］研究揭示了在沂蒙山生态恢复区，社会经济因子是主要驱动力，地形坡度、
年降雨量也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子。 近年来，基于遥感调查、地面调查及监测、社会经济统计等方

法，我国开展了国家和典型区尺度的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了生态系统格局及其变化。 分析了影响生态安

全的主要因子和生态风险的格局，为区域产业布局和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提供了依据［３８⁃４２］。
基于格局演变、驱动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及定量化方法是生态安全评价及重要区域识别的重要方法之一。

国外一般采用的是由加拿大学者提出，并经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发展起来的“压力—状态—响

应”（ＰＳＲ）框架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ＵＮＣＳＤ）的“驱动力—状态—响应”（ＤＳＲ）指标

体系，而欧洲环境署在对两者进行修订基础上提出了（ＤＰＳＩＲ）评价体系。 ２０００ 年前，国内生态安全评价指标

主要是针对生态环境质量评价［４３，４４］。 随后，也逐渐从压力、状态、响应方面，以及方法论的视角论述了生态安

全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４５⁃４７］。 由于生态安全研究涉及多学科交叉，且需要对评价系统有足够认识，仍难以建

立较为完善且被普遍接受的指标体系。 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及区域差异性，发展起来的指标体系也逐渐增多。
Ｗａｌｔｎｅｒ⁃Ｔｏｅｗｓ［４８］提出基于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来确定指标，特别是针对受干扰后的恢复能力。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４９］根据各组分对生态系统的相对重要性，来度量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安全，以及针对中国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建立的指标体系［５０］。
３．２　 因素对格局的影响分析

人类活动方面，结合遥感、野外调查、资料搜集等数据构建人类活动数据库，基于城市发展指数、资源开发

强度特征通过突变点分析、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城市化及资源开发对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程度。 通过构

建重大建设工程干扰强度指数、环境风险指数，以及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分布数据库，分析工程建设对生态安

全格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影响程度，判识生态安全格局关键区域。 自然因素方面，在长时间研究尺度下，需考

虑气候变化对格局的影响。 基于气象数据等资料，利用变异函数、特征函数和空间统计学等方法进行气候变

化特征分析，确定气候变化发生的敏感点和关键区。 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角度，结合生态系统过程模型分

析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程度，识别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规律，明确气候变化对生态安全格局影

响的关键区域。 Ｓｈｅｎ 等利用气候变化情景及长序列大熊猫数据分析，揭示了气候变化将导致岷山地区约

１６％的大熊猫生境面临丧失，由于破碎化程度增加了约四倍，剩余的栖息地斑块将小于可能灭绝的阈值面积。
社会经济方面，主要开展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需要加强与生态安全格局的协调度分析，
研究其权衡关系及维护生态安全格局背景下的发展方式和产业布局。
３．３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

３．３．１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方法理论与原则

景观生态规划中的诸多思想对于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具有启发意义。 Ｆｏｒｍａｎ 基于生态空间理论提出

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规划模型。 主要通过景观格局调整和集中使用土地，确保大型自然植被斑块完整，保
持生物多样性并充分发挥其在景观中的生态功能［５１］。 景观中关键部位和空间联系的维持是生态安全格局的

基础，有针对性地进行格局与过程之间相互作用及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回答格局构建问题［１５］。 景观规划强调

空间背景的重要性，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及周围景观和区域环境的影响［５２］。 该理念同保护区规划及评估相

一致［５３，５４］，作为过程发生及交换的界面，格局对于内部的生态状况至关重要［５５］。 同时，宏观意义上的区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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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格局不仅限于单一的自然保护格局，它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等多要素多目标的协同［５６］。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应主要考虑如下原则［２，５７］：１）优先性。 指保护优先，并在新《环境保护法》中首次

提出。 保护自然景观资源和维持自然景观功能及过程，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前提，是区

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２）系统性。 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对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由单要素单目

标扩展到系统集成分析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规划设计、布局与协调；３）区域性。 不同区域不同

研究对象的景观有不同的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 应从区域拟解决的实际生态问题及应对措施出发，采用有

针对性的分析指标与方法进行构建，使得落地管理具有可行性；４）尺度性。 格局与过程的相互作用存在于多

尺度上，干扰的影响也具有多尺度性。 某一尺度的干扰经特定过程会对其它尺度造成影响，亦或无影响。 设

计安全格局时要注意多尺度问题；５）主动性。 除了生态保护以外， 通过生态恢复和生态修复等人为主动干预

措施（如近年来我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生态工程等），来构建并逐步完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
３．３．２　 基于生态过程的格局构建方法

通过对生态过程研究分析，设计针对性的生态安全格局，可以实现对过程的有效控制［１５］。 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通过对栖息地和物种分布格局之间某些生态过程的分析，对于如何构建缓冲区、连接廊道、保护斑

块具有重要意义。 当外部威胁造成了格局内部变化及功能丧失时，廊道功能也会降低甚至消失。 因此，在景

观管理及规划中，连接度十分重要，生境数量及空间格局共同决定着物种丰富度及可持续性。 缺少景观连接

度可能导致生境隔离，并进一步阻碍传粉、种子传播、基因流、野生动物迁移和繁殖等其它生态过程。 对于连

接度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结构连接度上，缺少对生态过程的考虑。 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于被不同个体

所利用的景观以及实际生态流的评价，需要关注功能连接度。 功能连接度不仅考虑了现有生境单元具有的物

理连接度，同时考虑了基质渗透性、一系列垫步石或允许个体在生境斑块之间运动的其它连接元素，而不只是

一种物理上的远近程度［５８，５９］。
国内外已有较多有关连接度的研究。 例如利用阻力模型对保护区及区域上进行功能分区和格局构

建［６０，６１］。 Ｈａｙｗａｒｄ［６２］使用生境适宜性模型和最小成本路径分析模拟了美洲狮潜在的迁移廊道。 宋波等［６３］从

迁移意愿的角度提出了廊道设计的修正方法。 近年来，大量具有不同特征及复杂程度的指数得到发展，目的

是探究景观连接度的状态和趋势，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过程［６４⁃６８］。 其中，基于图论的方法被较好地应用到景

观连接度的分析中。 该方法中，景观被表示为一系列节点（通常是生境斑块等空间单元）和连接廊道（代表了

个体直接穿过两个生境斑块的潜在能力）。 基于图论的指数在需要输入的信息量，以及量化连接度特征详细

程度所提供的结果之间，具有较好的平衡。 该指数也适用于精度相对较粗的数据，对于区域尺度上格局研究

比较适用。
格局变化通过与生态过程的相互关系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反之也可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过程

进行格局优化。 例如，在黄土丘陵羊圈沟流域的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土壤水分和养分有较大

影响。 从坡底到坡顶，坡耕地—草地—林地的土地利用结构对土壤养分和水分的保持能力较好［６９］。 牛振国

等通过对水文过程进行模拟，提出了基于土壤水分供给的土地利用格局优化［７０］。 Ｓｕ 等［７１］揭示了城市化导致

的景观破碎化将影响一系列的生态过程，显著降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规划城市格局时，应针对性地避免格

局形状复杂化。
生态过程与格局的关系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从自然生态过程、社会经济过程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等方面。 在景观或区域尺度上，除了将自然生态过程作为系统内部主要因素来考虑外，同时需要更多地结合

社会经济、人文等过程，这就需要运用系统分析和模型模拟方法来实现。 通过格局构建及优化，控制有害并恢

复有利的过程，实现区域生态安全。
３．３．３　 基于多目标的格局优化方法

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为例，生态恢复主要提升的是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以粮食产量为代表的供给

服务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增加了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因此通过权衡，保障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实现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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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服务最大化。 目前，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量化分析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ＡＲＩＥＳ 等模

型或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判定。 定量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以均方根偏差为量化指标的方法较为简单与实

用［７２］。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复杂，为了优化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维护区域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对生态

系统服务进行综合集成研究［７３］。 主要包括：明确各服务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包括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多种

服务之间的权衡；识别主要的驱动因子，便于优化组合分析；综合多源数据，通过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综合算

法进行空间制图，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盈余，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区域，便于有效地参与决策并制定明晰的

生态保护工程方案与管理措施［７４，７５］。 董张玉［７６］ 基于多目标蚁群算法，以优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在
湿地与农作物协调发展约束下，对湿地生态系统空间格局进行了优化分析。 Ｈｕ 等［７７］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

土地规划管理中，研发了空间决策支持工具 ＳＡＯＲＥＳ，集情景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生态补偿与重要生态

系统服务的多目标于一体，优化农田退耕规划的格局。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 当前，大多数保护地的

管理主要是针对生物多样性，而忽视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 近年来，不少研究在空间上分析了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步效应［７８⁃７９］。 但在是否以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策略的观点之间，存在着

持续争论［８０］。 有研究认为，直接以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可以满足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但不能取代以生物多样性为目标的保护活动［８１］。 在追求多目标时，生物多样性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目标不能被否定。 因此，需要有策略地选择相应服务并同生物多样性进行整合，从而有利于制定保护规

划和重点保护格局。
基于多目标的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也需要在生态、社会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统筹。 目前我国国土空间开

发无序，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更需要加强不同用地类型的规划布局及格局优化研究。 胡雪丽、蒙吉军

等［２３，８２］以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和适宜性为基础，构建了考虑生态、经济、社会等安全目标下的土地利用安全格

局。 宋晓龙等［８３］以湿地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目标，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等因素，用 Ｍａｒｘａｎ 空间优化模型设计

保护预案，优化保护格局。 徐勇等［８４］按县域对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进行了测算和地域类型划分，有利于

区域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状况相均衡发展格局的形成。 Ｌａｎｇｅｍｅｙｅｒ 等通过多目标决策分析（ＭＣＤＡ）作
为决策支持工具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政策进程中。 该工具在政策方面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够协调利益相

关者观点的冲突，并解决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８５］。 格局构建需要考虑被当地政府和居

民所接受的程度，最大限度地解决贫困问题并实现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维

持等目标，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８１］。
３．３．４　 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的格局构建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流程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范围的识别，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估（如生态系统服

务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与脆弱性评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的确定，以及生态保护红线边界的核定。
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是重新划定新的保护区域，而是整合已有的各类重要保护区域和存在保护空缺的关键区

域，提高保护效率，形成便于监管的生态保护体系［８６］。 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的生态安全格局，通过集成生

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评估技术，融合生态重要区、生态敏感性区、保护地等，有助于实现我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体系不完善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大科学需求。
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但生态保护红线外部也存在重要的尚未被纳入其中的关键区域。 以生态保护红线

为基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某种程度上同保护区规划思想接近，即生态保护红线类似于保护的核心区域。
通过研发多尺度生态重要性、生态退化等综合评估技术，基于生态格局演变机理及生态过程分析的关键区域

和保护空缺识别（例如斑块、廊道、节点），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优化，构建生态保护红线为底线，定量化、梯度化

外延的生态安全格局。 同时，从社会经济等多目标的角度出发，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格局的耦合关

系，以便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背景下进行产业发展布局。 有研究针对不同的保护与开发需求，将生态安全格

局的水平划分为底线型、满意型和理想型 ３ 种类型［１７］，但不足之处是划分过程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随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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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研究的深入、生态效益量化指标及空间格局优化技术方法的发展，生态安全格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得

到逐步提升。
３．４　 生态安全预测与管理

采用模型模拟与情景分析是预测、预警的主要方法。 在预测生态系统格局变化方面，主要代表模型包括

细胞自动机模型、马尔科夫模型及基于智能体模型等。 Ｐｅｔｒｏｖ 等［８７］ 针对葡萄牙的 Ａｌｇａｒｖｅ 区域，利用改进的

细胞自动机模型 ＭＯＬＡＮＤ 预测了 ４ 种情景下城市的发展格局。 Ｓａｎｇ 等［８８］ 利用 ＣＡ –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模拟了城

镇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 在模拟驱动因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Ｓｙｐｈａｒｄ 等［８９］模拟了人口与经济增长对南

加州生境格局的影响。 Ｓｅｔｏ 等［９０］预测了城市扩张对生境、生物多样性和植被碳汇的影响。 Ｃｒａｆｔ 等［９１］利用实

地测量和模型模拟预测了海平面上升对海涂面积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而言，模型模拟

可以分为环境模型、社会模型以及环境与社会关系模型［９２］。 根据自然与社会特征的情景，通过生态系统服务

的优化组合，实现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配置。 在生态安全预测和预警方面，较多研究基于细胞自动机、马尔科

夫链、集对分析等方法对生态安全进行了动态预测［９３，９４］。 Ｌｉ、张利等［９５，９６］ 根据生态安全评价的结果和分类树

系统，应用知识工程的方法进行了早期预警制图。 Ｋéｆｉ 等［９７］ 提出一种系统使用空间格局指标的方法来作为

生态状况转变的早期预警信号，并认为空间指标虽然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滞后于时间型指标，但却更具优势。
基于格局模型预测的主要缺陷是不涉及格局动态机制的模拟，缺乏生态过程对格局影响的考虑。 模型可靠性

主要取决于转移概率，邻域规则等因素［９８］。 未来应加强格局模型、格局过程关系模型、空间统计模型等不同

模型之间的耦合，发挥不同模型优势，提高模拟的效率和准确性。
生态安全管理方面，应该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绩效考核，强化落实责任追究及责任主体界定。 合理控制

开发强度，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研发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方法。 建立从政策的制定，管理方案，公众参与

等多角度的相互反馈和上下联动机制。 寻求区域生态安全保障，人类福祉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

模式。

４　 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４．１　 格局构建、维护与监管的问题

首先，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理论框架比较薄弱，仍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中。 不同研究方向展开了诸多研

究，但缺少系统性结合与集成。 其次，生态安全评价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内容，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理

想程度需要通过评价来体现。 然而，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缺乏公认的准则，导致不同评价结果间存在偏差，缺
乏可比性，不能适应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比较与融合。 第三，生态安全格局应有相应的保护、监管等约束。 否

则，格局只是纸面上的边界。 基于目前已有的保护地和生态功能区的保护现状，要实现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

构建及管理是未来在理论方法和管理应用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

的设计、管理及决策支撑技术有待提高。
４．２　 尺度效应问题

不同空间尺度上，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在国家及全球的大尺度上，多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调节服

务。 主要从国家生态安全出发，关注国土宏观尺度上的关键区域与生态功能区等。 而在省市等小尺度上，多
注重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７４，９９］。 主要从保障区域的生态安全出发，关注典型区内部的生态问题及重要区域。
由于跨尺度的不确定性及异质性增大，对小尺度上功能及服务的考虑，可能并不适宜大尺度的生态安全格局，
需要特别关注功能区交界处的布局以及跨尺度整合。 时间尺度方面，不同阶段自然条件、人类活动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不同，生态安全格局也可以随生产力的变化、生态保护能力的增强等，逐步优化调整。 尺度问题对于

政策制定（例如生态补偿方式）和实施管控造成了一定难度。
４．３　 机理研究及学科融合问题

生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科学问题，涉及到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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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格局评估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基础作为支撑。 如在生态安全格局的形成机制，格局、过程、功能及

服务的相互关系及机理研究，生态安全格局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仍需要不断完善。

５　 展望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经历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静态评估到动态演变及预测，刚性条件约束到弹性

目标最优，多重类型保护规划到系统整合协调的过程。 研究的重点，从注重结构的优化，如森林覆盖率、农林

牧用地比例等，逐渐转向基于生态过程的空间格局效应，如生物迁移、地表径流、水土流失、碳循环等。 研究的

目的，逐渐从物种保护、土地利用配置转移到生态恢复与修复、脆弱区等区域及国家尺度的可持续发展上。
近年来，有关生态安全的决策支持及调控系统成为研究的热点。 但能够全面系统地调控区域生态安全的

成果并不多，未来的研究重点需要关注：１）生态安全格局评估方法、模型的改进与优化。 ２）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与国土开发现状、规划及管理的进一步结合。 ３）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控技术与保障政策的

研发与实施。 结合生态治理、生态建设工程和已有的产业模式及技术措施等，规划调整产业发展布局，提出生

态安全格局调控的决策建议。 ４）加强集监测、评估、预警、调控、管理等为一体的信息平台，构建以数据库、知
识库、方法库等为载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决策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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